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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当代社会科学领域，对城市的社会问题日益关注，关心“社会空间正义与空间秩序”（spatial justice and order of societies）被誉为城市科学研究的

“道德进步”。［1］从根本上说，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是由城市社会分化所形成的，这种分化是在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的背景下产生的，包括人们的社会

地位、经济收入、生活方式、消费类型以及居住条件等方面的分化，其在城市地域空间上最直接的体现是居住区的地域分异。［2］ 
        当前，在西方发达国家，郊区化、“全球城市”和社会空间极化、居住空间分异、防卫社区（gated community)、下层阶级聚居（ghettoization)等社会

空间演变和分异趋势等一系列的演进所带来的社会空间不平等使得城市中的社会公正问题成为关注的焦点。［3］在我国当前的城市中，随着社会经济的阶层
分化和住宅市场化改革，呈现出社会结构分层和城市空间调整相结合的特征，出现了诸如居住隔离、空间剥夺、社区重构、城市治理主要从经济效率出发而忽

视“人文关怀”等问题。［4］在这样的背景下，深入剖析城市居住空间分异趋势，反思传统的城市治理模式，成为当前城市居住空间结构研究领域的一个紧
迫课题。本文试图以上海为例对这一问题展开讨论。 

一、上海商品住宅的空间分异格局及成因         

       决定一套住房的总价位是由住宅面积、单位均价构成的，当然房屋类型的不同，其价格也有所差异。因此，研究房价对上海不同社会阶层的空间分选作
用，必须对上海商品住宅面积、单位均价、不同房屋类型的空间分异格局进行分析。 
（一）上海商品住宅面积的空间分异格局 
        黄浦、卢湾、静安三区构成上海的中心城区。根据2003年上海房地产报告，中心城区主力房型单套成交面积出现分化40~50平方米小户型酒店式公寓和
130~160平方米的大户型成为市场主力。市场的两极分化现象比较明显，大面积三房成为市场主要消化的对象，产品更趋于豪华型和舒适型。此外，中心高价

房楼盘的规模逐渐改变以往见缝插针的形式，并逐步走向规模化，10万平方米的居住小区已经成为常规产品。 
        长宁和徐汇两区构成了上海房产传统的高档居住区。长宁区的楼盘以小高层为主，建筑规模一般不是很大。区域内的主力房型为三房，主力面积为
130~140平方米，楼盘都是统一规划，实行开放式的小区管理。徐汇区的楼盘多为是中小型高层楼盘，以三房为主力房型，面积偏大。其中三房面积集中在
140~170平方米，两房面积也大多在110~130平方米之间。大房型是这两个传统高档居住区的一个显著特色。 
        上海北区主要是指苏州河以北的普陀、闸北、虹口和杨浦四区。与中心城区和长宁、徐汇传统高档居住区面积结构呈一路上扬趋势有所不同，北区的商品

房面积呈现“中间凸起，两头微扬”的结构。主力房型集中在面积为100~120平方米的二房型或三房型。这种房型结构主要是因为北区的商品房以中档为主，

而且主要针对的消费群体是普通工薪阶层。此外，在普陀和闸北两区还有一些低于70平方米的小房型，170平方米以上的大房型在这四区中也占有一定比重。 
        上海近郊区包括浦东新区、闵行、宝山和嘉定等四区。这四个区的商品房面积结构呈现“两峰型”，即主力房型一方面集中在100~110平方米的二户型和

三户型，另一方面也有大量170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商品房。其中170平方米的大房型所占比重有所增加，这和上海的独立型、双排、联体型别墅主要分布在
近郊的浦东新区、闵行区和嘉定区有关。 
        上海的远郊区主要包括松江、青浦、南汇和金山、奉贤等区及崇明县（后三者由于地处偏远，房产开发较少，我们不作分析）。松江、青浦和南汇三区的

商品房面积结构呈现“三个阶梯状”：80平方米以下的房型占26.49%；80~140平方米的房型占34.68%；而170平方米以上的大户型占17.99%。此状况的存
在与前述三区是上海别墅，尤其是独立型、大面积别墅的主要分布区有关。 
（二）上海商品住宅价格的空间分异格局 
        上海住宅商品房房价的总体空间格局有以下几个特点：(1)房价从中心城区向四周逐渐降低；（2）房价的峰值点主要位于陆家嘴地区、黄浦和卢湾淮海路

沿线区，次中心徐家汇内商圈区、长宁古北区；（3）房价的总体态势延续上海住宅历史“地倾西南”格局，呈现以东北-西南走向向苏州河以南区域倾斜；(4)

高价房的分布形态呈现从浦东新区陆家嘴地区-内城区-徐汇区-长宁区沿线东北-西南倾向；（5）房价的最高峰值点在小陆家嘴地区。 

图1：上海商品住宅价格的等值线图 
        从上海商品住宅的等值线图（图1）可知，市中心的房价基本上在10000元／平方米以上，次市中心的房价在8000~10000元／平方米，外环周边的房价

在6000~7000元／平方米左右，松江、青浦、嘉定等热门郊区的房价在5000元／平方米左右。 
        从经济因素，即价格水平（元／平方米）上分类，基本住宅可分为6类。其分类标准为（郑华，2003:78—82)豪华15000元以上；高档10000~15000元；

中高档8000~10000元；中档6000~8000元；中低档4000~6000元；低档4000元以下。在上海，其中15000元/平方米以上的豪华型，主要分布在浦东新区的

陆家嘴滨江区以及卢湾、静安、徐汇三个中心城区，长宁区主要位于古北社区。而10000~15000元／平方米的高档住宅区主要分布在内环线以内的中心城
区，如浦东的世纪公园板块、徐家汇内商圈区、苏州河沿岸、长宁区中山公园板块以及卢湾和黄浦区。 
        6000~8000元／平方米的中价位商品房大量密集分布于中环线附近。浦东新区主要位于金桥、张江、三林、六里几个大型居住圈；上海北区主要是杨

浦、虹口、普陀的中环线沿线；南区主要位于闵行和松江交界的梅陇、萃庄等交通1号线沿线区域。而广大的低于6000元／平方米的低价房则位于外环线附

近，其中主要位于北部的宝山区、浦东新区的外高桥、曹路镇等，南汇的周浦、康桥以及闵行、嘉定等郊区区县。而3500元／平方米以下的则几乎位于边远
的郊区。 
（三）上海不同住宅类型的空间分异格局 
        上海的花园洋房主要有老花园洋房、上海滩新花园洋房以及花园别墅。解放前的上海花园洋房主要分布在中心城区（徐汇、卢湾区的原法租界，静安、长
宁区的原公共租界以及越界筑路地区）；而解放后的花园洋房则主要分布在近郊、远郊区；上海滩新花园洋房主要位于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内。而改革开放以来
新建的花园洋房区位分布，以黄浦江为界，分为浦东块和浦西块，主要分布在面积宽阔、交通便捷的近郊区和生态环境优美的远郊区。 
        上海的公寓主要分为解放前的和解放后的。根据2003年上海房地产报告，解放前的老公寓主要分布在外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区，即在原来的公共租界内。
其中以卢湾、徐汇、静安和虹口等区数量最多，黄浦、长宁、闸北和杨浦等区则有少量的公寓，其他区县几乎没有。解放后的公寓则主要位于卢湾、徐汇、静

安、长宁、普陀和浦东新区等区。其中卢湾区面积最大，徐汇、长宁、静安、普陀、浦东新区等大量分布。闵行、宝山和金山区分别为3.2、0.8和5.7万平方
米，而上海其他区只有少量分布。 
        上海的职工住宅中，浦东新区职工住宅所占面积最大；其次为闵行、宝山、徐汇、杨浦、普陀等区。职工住宅主要分布的区域在外环线所穿过的区县，成

一个环状包围内城区，这和建国以来上海产业逐步向外郊迁徙有关。上海原有单位的老公房建设主要分为三个时期：［5］(1)解放后，20世纪50年代初期上海

规划建设了长白、控江、凤城、鞍山、甘泉、曹杨、天山、日晖、长航等9个住宅新村，当时这些居住区都位于城市外围区，从目前的城市区位来看，除黄浦

区的长航新村外，其他8个新村都沿现在城市内环线内侧或外侧分布；(2)20世纪60年代，上海市区工业布局有了较大的变化，开辟了一些近郊工业区，城市社

区空间区位大都位于城市内环线与外环线之间；(3)20世纪80年代，上海的住房急剧短缺，建设了大批新村，大多利用原近郊工业区新村扩展而成，同时辟建
了一些完全新建的新村。因此，目前上海原有单位公房社区基本上沿城市中环线两侧分布，形成了连片环状空间。 
        上海传统街坊主要是指上海新式、旧式里弄，其主要分布在内环线以内的中心城区。根据2003年房地产报告，上海新式里弄主要分布在苏州河以南的中

心城区。静安区面积最大，为102万平方米，黄浦、卢湾、徐汇、长宁、虹口则分别为32.8、75.9、76.8、22.5、67.3万平方米。此外，普陀、闸北、杨浦、
浦东新区、嘉定和奉贤等区也有少量分布。经过多年的旧城改造，上海的旧式里弄已大量减少，但中心城区仍然大量存在。 
        根据上海2003年房地产报告，上海的简屋分布的最大区域是在杨浦区，为10.9万平方米。此外，浦东新区也不少，为8.4万平方米；虹口、闸北、普陀、
黄浦、徐汇、长宁和卢湾等区也有少量分布。 
（四）上海商品住宅地理空间分布的成因 
        目前上海商品住宅地理空间分布的现状格局其成因有多样性。首先，城市土地使用制度是城市空间重构与分异的基石。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土地使用
权的获得主要采取行政划拨和协议出让的城市土地无偿或者低价使用制度，它造成了城市空间结构的混乱，城市土地级差地租没有体现。实行土地有偿使用和

土地出让的拍卖、招标方式，使得城市土地成为按地价来引导和安排城市各项功能用地，使城市空间发展遵循W.阿朗索的级差地租-空间竞争理论，形成城市
地价和房价的分布呈现环状的空间格局。其次，城市住房制度改革是城市居住空间重构与分异的“导流器”，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建设主体单一，国家
（国有经济）是投资主体，住房实行“实物分配、低租金使用”的制度。改革开放以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我国出台了许多新的住房改革政策：一是城市住
房市场化、货币化改革；二是投资利益主体的多元化策略；三是逐步放开住房二级市场，延长住宅消费链，鼓励住宅的梯级消费。住房制度改革使得城市异质
性高的“单位”亚空间解体，同质性的居住空间趋势初露端倪，并且使得房地产商可根据不同区位进行产品定位，加大了住宅房地产发展。再次，由于中国经
济在一定意义上还是政府主导下的经济，政府作为土地等社会资源的最大拥有者，其产业政策（如上海中心城区“退二进三”、郊区工业园区开发等）和城市



规划（轨道交通、重大工程动拆迁商品房安置基地等）等政策成为城市住宅房地产空间分布格局的重要成因。 
二、上海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宏观、中观和微观层面剖析 
（一）上海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宏观层面剖析 
1.上海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宏观格局         

        改革开放以来，上海通过大规模的住宅建设、旧城改造和随之出现的居民梯形消费的搬迁等三方面作用，不同阶层居住的空间分异趋向逐渐表现出来。当

前，上海正逐步形成如下重构与分异的演变格局：［6］（1）境外人士-国际社区。主要分布在近远郊豪华花园别墅区、长宁古北社区、市中心的老花园洋

房、新式里弄、各种高档住宅小区、浦东新区陆家嘴滨江豪宅区以及世纪公园周边区域。（2）精英阶层（顶级高收入阶层）-豪宅区。主要位于郊区佘山风景
区的豪华型别墅群（紫园）、西郊虹桥别墅（檀宫）、浦东新区汤城高尔夫球场别墅等、中心城区老花园洋房和陆家嘴区域内新花园洋房、市中心淮海路沿线

区域的一些板块以及北外滩板块、虹桥-古北新区板块和陆家嘴滨江板块的高档公寓。（3）中产阶层（中高收入阶层）-高档住宅区。中高收入阶层居住的分
布地域的板块性十分明显，主要在中心城区（静安、卢湾和黄浦区）、传统高档居住区（长宁、徐汇等区）、新兴居住区（世纪公园附近区域）、沿江沿河区

域（黄浦江、苏州河两岸）、城郊联排和双拼经济型别墅。（4）普通工薪阶层（中等收入阶层）-中档商品房。普通工薪阶层主要分布区域为：中环线中档商

品房、轨道交通沿线中档商品房、内外环间的老公房、中心城区小二手房。(5)底层阶层（低收入、贫困阶层）-三圈环带分布。一是中心城区内环线以内的传

统街坊中的旧式里弄和简屋，二是中环线附近的传统工业工人居住带，三是外环线附近动拆迁中低价商品房基地。（6）外来人口（第三元群体）-多元化侵
入。外来常住人口主要集中在市郊结合部、商业中心闹市地段和工厂密集地区。因此，上海流动人口的居住形态主要为：居住在中心城区的旧房和简屋、城乡
结合部多人联租屋、外环线附近自建房（棚户和简屋）和自购商品房（往往是收入较高的私人企业主）。 
2.上海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宏观模型 
        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是在对实践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理论指导，对城市社会结构现象和空间结构现象的归纳和简练。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可以从
整体上、宏观上反映和把握城市社会空间变迁规律。通过对上海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进行模型化的归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知道上海不同的社会阶层的空间居
住分异格局。 

图2：上海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 
        上海的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模型主要由四大圈层、四大扇区和两个次中心组成（参见图2），即主要由同心圆、扇形、次中心三个模式叠加而成。四个圈层

主要是：(1)围绕中央商业区(CBD）的内城区。这里主要居住着中高收入阶层，此外，还有部分低收入、贫困的本地居民和外来流动人口，他们的住房主要是

中心城区未改造过的旧式里弄、简屋。（2）中环线附近的环间城区。这里主要分布着中等收入的普通工薪阶层。他们的住房主要是老公房和新建中档商品

房。(3)近郊区。由于地处城乡结合部，交通便利，这里是外来流动人口的主要聚居带。此外，还有政府重大工程动拆迁商品安置房也分布在近郊区。因此，

这里也成为城市中低收入人群的聚集区。(4)远郊区。这里是上海独立型、经济型等高、中档别墅的分布区。随着私家车的增加，部分中高收入阶层将从中心
城区外迁，生活在生态环境优良的远郊区。 
        四大扇区主要是：(1)浦西高收入扇区，大致呈东北-西南走向，是上海最早的公共租界区和传统高档住宅区，其区位从黄浦区向西延伸至卢湾、静安、徐
汇、长宁及至松江等区的中高档别墅区。这里是上海高收入阶层主要居住的最大扇区，许多党政机关高级负责人、大型企事业单位负责人、外企高级主管、演

艺界名人、境外人士等都聚居于此。(2)从陆家嘴，沿世纪大道向东延伸至世纪公园、龙东大道附近别墅区，是上海第二个高收入阶层居住的主要扇区。随着
浦东新区国际一流生态城区的建设，这里便利的基础设施和优越的生态环境使之成为上海高收入阶层居所的热点选择地。许多高收入的境外人士也集居于此。
(3)沿黄浦江向北、向南两个扇区。随着黄浦江新一轮开发的推进，这里将成为上海新的一条景观带、产业带、休闲带和高档住宅带，并因此而将成为上海新
的一条中高收入阶层居住带。 
        除以人民广场为中心的CBD外，两大次中心主要是北区的五角场、南区的徐家汇商圈，其作为上海城市空间的北区和南区的核心，将起着组织上海南、北
两大城区商业、贸易、金融等功能的节点作用。 
（二）浦东新区居住空间分异的中观层面剖析 
1.不同居住类型的社区初步形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镇居民小区的特征比较单一，居委会之间，居民小区在建筑的质量、居住者的人口和社会统计特征之间的差异并不大，但随着市场经
济的发展，特别是住房制度改革和住宅房地产市场的培育成熟，居民小区间的差异性有所扩大。其主要表现在住宅品质在地理上的聚集性以及与此相联系的同

一居住区内住户在人口统计特征、生活方式、行为模式、心理状态、价值观上的一致性。［7］这些指标上的内聚性构成了社区分层的要素，而社区分层又是
社会分层在地理上的物理表现。浦东新区社调中心通过对各种不同居住小区的住房类型和居住人群的分析后发现，新区不同类型的居住社区格局正在初步形成

［8］（表1）。 

表1浦东新区不同类型小区分层状况小区分层小区个数（n）小区数量比例（%）户数（n）户数比例（%） 

高档小区17215.0549,3377.91 

中商档小区22219.4290,38014.50 

中档小区26623.27145,91023.40 

中低档小区30826.95208,87433.50 

低档小区17515.31128,91820.68 

合计1,143100.00623,418100.00        资料来源：2004年浦东新区社会发展报告。 
        注：分层的变量是住房类型、房屋建造年代、小区规模（户数）、外籍人士情况、小区居民收入水平（模糊判断）。一般来讲，商档小区规模较小、建造
年代较近、住房性质为商品房、外籍人士较多、居民收入水平离，低档小区则反之。 
2.不同类型居住小区分层差异显现 
        从购房面积和费用上看，不同类型居住小区也有明显差异（表2）。其中高档小区购房面积最大，其均值达到每户122.11平方米；而低档小区，其均值则

仅为每户13.37平方米，两者之间相差108.74平方米。而从购房费用看，高档小区均值达到每户50.65万元，低档小区均值仅为3.80万元。 

表2各类小区居民已购房面积和费用购房建筑面积购房费用 

项    目户效（万户）总面积户均面积总费用户均费用 
（万平方米）（平方米）（亿元）（万元） 

高档小区4.89597.10122.11247.6850.65 

中高档小区6.78489.1972.15152.2622.46 

中档小区9.68130.2913.4639.174.05 

中低档小区12.25210.4217.1858.324.76 

低档小区6.9893.3413.3726.563.80 

合计40.581，520.3337.47523.9812.91        资料来源：2004年浦东新区社会发展报告。 
        在购房意愿上，由于居住在高档小区的居民多已购房，因此未来计划肯定买房的比例不高。而未来买房积极性最高的是中高档和中档小区的居民，表明了
中等收入阶层改善居住意愿最为强烈。中低档和低档小区居民由于收入较低，受财力限制，因此虽然目前购房比例不高，但未来购房意愿也较低。此外，从购

房目的看，高档小区居民未来购房目的比较多元化，且有明显的投资购房需求，而中低档小区居民购房目的百分之百地用于自居（表3）。通过资料分析显
示，同一层次小区居民在购房行为上具有相对一致性。 

表3各层小区居民未来2—3年内购房用途（％）项〓目自己居住出租卖出赚差价其它合计 

商档小区78.307.207.407.10100.00 

中高档小区85.707.400.006.90100.00 

中档小区95.904.100.000.00100.00 

中低档小区100.000.000.000.00100.00 

低档小区100.000.000.000.00100.00        资料来源：2004年浦东新区社会发展报告。 

3．八大圈层居住分异格局凸显 
        根据浦东新区城市居住空间形态现状分布，浦东新区城市社会经济、房地产空间发展趋势、浦东新区意愿购房者区位选择及浦东新区城市总体规划布局等

分析和预测，未来浦东新区的居住格局将呈现8大圈层结构。这8大圈层的结构是：（1）陆家嘴——CBD核心国际化住宅圈。陆家嘴金融中心是浦东的经济核

心地带，其完善的基础设施更是提供了成熟的高档居住环境。(2)世纪公园生态型高档住宅圈。该圈目前已成为上海高级白领、境外人士及其他高收入人群追

求现代住宅理念（买环境、买生态、买居家、买健康）的首要之选。(3)金桥、张江高新产业高档住宅圈。金桥出口加工区和张江高科技园区是浦东新区最为

重要和发展最为迅速的新兴工业园区。(4)南浦、上南和北蔡世博生活圈。这一区域将成为上海中高收入阶层居住的重点选择区。（5）高行、高桥滨江景观住

宅圈。随着黄浦江两岸滨水地带的开发和功能重置，陆家嘴北面的沿江地带将成为城市景观带、产业带和居住带开发热点。(6)外环线沿线别墅住宅圈。浦东

新区是上海别墅供应大区，2004年依旧保持良好的供应趋势。(7)高桥、曹路、川沙等外环线城镇住宅圈。据相关资料显示，“五普”以来外来人口增长速度

最快的是曹路镇和机场镇，分别增长了109%和78%。(8)周浦、康桥、三林新城镇化中低收入者住宅圈。三林、周浦、康桥位于浦东新区南端，该地区历来交
通发达，配套设施较为完善。 

图3：浦东新区居住分异宏观格局 
（三）浦东新区三林镇居住空间分异实证剖析 
        在一定意义上，居住空间分异就是具有不同人口学或社会学特征的人群在居住空间上的重新排列组合。不同职业和收入人群由于社会心理和居住偏好的不
同，在房价过滤和政府政策等机制下，形成相同社会阶层聚居、不同社会阶层空间隔离的城市社会空间状况。为了深入剖析不同类型社区的住房质量、人群特



征，我们选择了浦东新区社会重构最为剧烈的三林地区8个不同类型的社区进行问卷调查，并通过统计来分析各个不同类型社区的社会分层和居住分异概况。

［9］ 
1.调查样本基本情况 
        从居住形式看，市民动迁户以动迁房为主（56.44%）；老居民新村户以单位分配为主（76.84%）；无独立煤卫户以自建房为主（64.65%）；高档和一

般商品房显然以购买商品房为主，分别占96.74%和91.92%；农民动迁户则以征地安置房为主，占97.96%；懿德村和临江村农民房为主的两个调查点都是以

自建房占绝对优势，各占95.00%和98.04%。 
        从就业人口的职业构成看，市民动迁房和老居民新村以务工经商和管理人员为主；无独立煤卫房以务工经商和劳务零工为主；高档商品房和一般商品房则
以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为主；农民动迁房则以务工经商和其他为主；农民房以务工经商和劳务零工为主。 
        从失业率看，高档商品房、一般商品房和农民房失业率较低；而市民动迁房、老居民新村、无独立煤卫房和农民动迁房失业率较高，都在10%以上。8个
调查点具体差异详见表4。 
2.三林镇八个调查点居住空间分异状况 
        在计划经济时代，城市空间的分异现象，主要由政治及其他社会因素形成，分异人群主要是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差异。而这次调查的情况表明，经济因素逐
渐成为分异的首要因素，同时分异人群逐渐转变为贫富差异，由此导致了城市不同收入阶层区域化分布现象。 
        对于八个调查点，我们进行了家庭人均年收入数据的调查，虽然所有问卷调查的主观合作态度对问卷的有效性有一定影响，但它对于反映一种宏观规律和

态势影响却不大。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分析八个调查点的收入状况，来反映居住空间分异状况。首先我们对于原始数据进行了整理和统计（表5），其中： 
        Di—家庭人均年收入6000元以下的受调查者占该调查点的百分比。 
        Gi—家庭人均年收入15000元以上的受调查者占该调查点的百分比。 
        选择家庭人均年收入6000元以下作为低收入标准和选择家庭人均年收入15000元以上作为高收入标准，主要是考虑了被调查者在调查时有可能故意压低

自己的收入状况。因此，我们根据上海低收入（最低生活保障线635元／月）和国家统计局高收入（家庭年收入6万元以上）标准，同时考虑三林镇的社会经
济发展状况，进行各自下调。 

表4三林镇8个调查点杜区成员的差别特征地点项目北街市民动迁房北街老居民新村北街无独立煤卫华城高档商品房华城农民动迁房华城一般商品房懿德村农民
房临江村农民房 

合计100100100100100100100100 

年龄构成0-147.917.749.457.775.3410.847.099.19 
15-2921.5817.1719.2721.2018.1523.7823.0517.31
30-4417.9922.2233.0926.5015.6618.1825.5327.56
45-5936.6926.9423.2728.2734.1626.9230.1422.26
60+15.8325.9314.9116.2526.6920.2814.1823.67
平均受教育年数9.599.3512.088.898.8610.018.357.73 

就业人口职业构成 

专业技术8.9410.926.6725.157.6918.243.803.74 

管理人员17.0716.817.3335.096.1531.088.156.07 

办事人员0.814.200.004.687.699.462.172.34 

务工经商47.1536.9765.3317.5433.0815.5433.7022.90 

服务11.3813.452.003.513.857.433.26234 

劳务零工7327.5613.333.5112.314.0527.1719.63 

务农0.000.000.000.000.000.0013.592.80 

其他7.3210.085.3310.5329.2314.198.1540.19 

失业率10.8715.0013.797.5715.584.522.139.32 
户口所在地 

本居村71.5881.6749.4537.8189.2419.9390.2198.59 

本镇其他2.524.0017.952.474.666.292.100.00 

浦东其他3.604.336.2321.552.5112.240.350.35 

上海其他12.235.331.8333.572.8743.011.050.35 

外省市9.714.6724.184.590.7217.485.940.71 

其他0.36-0.36--1.050.34- 

农业户口7.554.9516.731.770.7110.1480.6166.43 
居住形式 

一直住本居村14.8565.9870.3033.7097.963.0394.0098.04 

征地安置9.909.48--97.962.02-- 

市区动迁56.443.15-1.09-2.02-0.98 

购商品房4.952.10-96.741.0291.92-- 

单位分配18.8176.842.021.09----- 

租房8.918.4233.331.091.024.045.000.98 

自建房0.99-64.65---95.0098.04 
共住 

家人42.5750.5258.4238.0485.7137.3791.00100.00 

亲友9.9014.4313.8611.963.069.093.00- 

无47.5235.0526.7348.9111.2253.546.00- 

资料来源：2004年10月课题组调查，表中除平均受教育年数单位为“年”外，其他均为“％”。 
        Xi—某一调查点家庭人均年收入6000元以下者占所有调查点家庭人均年收入6000元以下者的百分比。 
        Yi—某一调查点家庭人均年收入15000元以上者占所有调查点家庭人均年收入15000元以上的百分比。 
        绝对差异是指Xi、Yi之差的绝对值。绝对差异反映某一特定子群居住在所选社区的百分比和其余人口居住在这一社区百分比之绝对差。其数值越大，
分异程度越高；反之，则混居程度越高。由于经济收入是衡量个体、群体和阶层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最好指标之一，因此，我们用经济收入差别来反映居住分

异情况（表5）。 

表5浦东新区三林镇居住空间分异调查数据分析 

项        目DiGiXiYi│Xi-Yi│ 

北街市民动迁房332014104 

懿德村农民房271911101 

北街老居民新村43817413 

北街无独立煤卫房3491459 

华城商档商品房146252823 

临江村农民房38151688 

华城农民动迁房48720416 

华城一般商品房66433229 
        隔离指数(the index of dissimilarity)是城市社会学和城市地理学用来分析居住空间分异的一个指标，其公式为： 
D=ni=1｜Xi－Yi｜2 
        其中D就是分异指数，Xi指生活在区域i单元之内的某一阶层群体占所有调查区域的百分比；Yi指定居于区域单元i内的所有其他阶层/群体占所有调查区

域的百分比。在本研究中，Xi指某一调查点家庭人均年收入6000元以下者占所有调查点同一类型家庭的百分比；Yi指某一调查点家庭人均年收入15000元
以上者占所有调查点同一类型家庭的百分比。 
        将表5中数据代入公式，计算出浦东新区三林镇8个调查点的隔离指数为51.5。 
        从表5中可知，北街老居民新村、北街无独立煤卫房、华城农民动迁房三个调查点小区的Di例数值高，而Gi列数值低，且两者之差较大，说明这3个小
区主要是以中低收入人群为主；而华城高档商品房和华城一般商品房则相反，说明这两个小区主要是以中高收入人群为主。 
        从分异度来看，分异度D值一般介于0—100之间。D值越高表明分异程度越高，当D=0时，表示区域处于完全混居的整合状态，当D=100时则表示区域内

只有一种单纯的社会群体存在，亦表明是绝对的空间隔离。从浦东新区三林镇8个调查点隔离指数为51.5可知，这8个调查点隔离状况不仅存在，而且还较为严
重。 



        此外，从表5中可以看出，华城高档商品房和华城一般商品房两个调查点的绝对差异值非常高。由于它们在居住形式上都属于商品房，这说明在一个城市
中，不同类型居民的具体居住区位表面上看是由许多客观因素决定的，比如政府决策、市场因素、城市规划等，但随着住宅市场化改革取向的深入，在居住空
间的选择上，居民自主性因素正在加强。 
三、大城市社会空间分异的负社会外部性〓〓随着中国土地制度和住房制度等市场化的改革，中国大城市空间结构发生了巨大的演变，这种演变使得城市空间

发展遵循W.阿朗索的级差地租-空间竞争理论。从城市经济学角度来说，它使得城市空间资源配置符合市场经济效益原则，提高了城市土地的经济效益，但从
社会学角度，它也会产生许多负社会外部性。 
（一）居住隔离 
        当前我国大城市正在逐渐形成不同阶层居住在城市不同区位的分异状况，这种居住分异和隔离，使得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社会距离拉大，形成彼此的社会
隔离。这一方面使富人和穷人之间形成各自交往的网络，社会分层和断裂；另一方面这种区隔制的出现使得贫困阶层逐渐远离主流社会，容易出现贫困固化和
社会阶层的对立。此外，贫困家庭的大规模集中，不仅带来高密度、设施匮乏等环境问题，也引发了犯罪率增高、失业等社会问题。社会经济环境的恶化，将
可能导致这些地区更难以吸引开发机会和投资活动，成为城市的“灰区”和“绝望景观区”。西方城市社会地理学认为，城市生态空间和城市贫困循环流之间

有内在联系，这种相互作用加剧了城市空间分异的负效应［10］（图4）。当前，在诸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中，贫富阶层居住分异和隔离所形成的城市“冷
点”和“热点”社会空间的极化现象，一方面加剧了城市空间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另一方面不利于不同阶层之间的社会融合。西方城市中一些剥夺集中现象在

种族“隔陀区”(ghetto)中最容易见到。在迁移的进程中，特定群体的空间隔离主要是基于种族、宗教，或者国家来源地等的原因。主流社会和移民群体可以

察觉的社会距离是反映同化程度的一个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关于纽约哈姆雷特和芝加哥南部的黑人隔陀区，Kempen描述道：“一些隔陀区的居民没有机会搬

出隔陀区……几乎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居住在这些老隔陀区的每个家庭他们现在仍然还居住在这里。”［11］尽管并不是所有的隔陀区都是贫民窟，但一般来
说，这些区域一般都被描述为生活环境不好，经济机会严重缺乏。 

图4：异化区域：弱势循环和它的空间内涵 
（二）空间剥夺 
        权力阶层对于城市空间资源的不公平分配会导致“城市空间剥夺”现象。人文区位学派认为城市社会有两种主要引起竞争的稀缺资源，即经济商品和地理

空间位置。围绕这两种资源所发展的竞争和适应过程，构成人类的城市动态关系。权力群体控制城市增长的证据，导致了“被操纵城市”假说(manipulated 
city hypothesis)的形成，它认为城市形态是精英利益团体和社会权力进行联盟有意识操纵的结果。Harvey认为绝大多数城市政治行为仅仅是对再分配的隐含机

制的利用和控制的争夺和讨价还价。［12］最值得关注的是，由这些行为引起的城市土地利用变化会导致对城市居民成本和效益的再分配，而这种城市空间资
源的分配显然有利于城市权势阶层。占少华提出，如果从分配的传统来看，低收入群体显然受到了社会排斥，而且，拆迁改建可能会加重这一过程，主要体现
在如下三个方面：一、劳动力市场上的排斥。就业的规范化、向郊区迁移会导致这部分群体就业机会的减少。二、对城市公共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享有上的排
斥。拆迁改建之后，低收入群体向城外转移，这无形中增加了他们享有这些设施（如城区较好的基础设施、公共景观、医院、学校等）的成本，减少了他们享
有的机会。三、拆迁补偿而造成的排斥。在货币补偿以前，政府不仅给动迁居民提供住房，而且按人口及家庭结构给予困难家庭以照顾。实行货币补偿以后，

由于低收入群体难以通过额外的填补来增加购房款（如动用存款、借贷等），导致了他们在购房时比高收入群体具有较少的选择机会。［13］当前由于许多大
城市政府将重大工程和旧城改造的动拆迁商品房安置地基地都建在就业机会少、基础设施不配套的远郊，因此，这种城市空间剥夺引发的拆迁矛盾在这些城市
中正在逐步凸显。 
（三）阶层矛盾 
        中国正处于一个人口大迁移、大流动、快速城市化以及由于经济转型而造成不同阶层分化重构、不同群体利益调整频繁的时期，这就造成了不同阶层之间

的碰撞，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中国沿海许多大城市作为高速城市化区域，人口的快速异质化也使得不同阶层之间的矛盾突出。浦东社会调查表明，［14］
从总体上看，逾六成的受访居民认为，贫困阶层和富裕阶层是浦东表现最为明显的群体矛盾，此外目前有45.1%的浦东居民认为本地人与外地人的矛盾也是浦
东表现最为明显的群体矛盾。当前区域之间、城乡收入差异正在逐步地拉大，而随着流动人口向城市迁移流动，这种城乡差异正逐步在大城市空间集聚和显
现。这一方面表现在城市本地人口和外来流动人口收入的差异上；另一方面也表现在户籍人口与流动人口之间在居住区位选择和住房质量的差异上。 
        根据浦东新区“五普”资料分析，发现城市流动人口普遍存在着居住拥挤、住房质量差、煤卫设施缺乏以及健康环境存在隐患等许多问题，与居住在城里

的户籍人口在居住方面上存在很大差距。［15］从住房间数看，流动人口倾向联合租住。流动人口住一室户的人数一般在1至3人左右，而户籍人口则一间住1

人的比例最高。从人均住房面积看，流动人口家庭户的人均住房建筑面积为11.4平方米／人，而浦东户籍人口的人均住房面积为27.1平方米／人，两者相差了

约10平方米。从房屋产权看，流动人口以租赁房屋为主。从住房的建筑材料看，流动人口的住房质量普遍较差。房屋搭建外墙材料以砖、石为主，钢筋水泥次

之，但是仍有6.6%的家庭户选择了木、竹、草一类搭建的房屋，而该区户籍人口选择钢筋砖木以外的比重仅为0.05％。流动人口中住房内无厨房的占了
45.7%，户籍人口仅为3.0%。当前，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在收入上的差异与居住空间上的分异所形成的阶层矛盾正逐渐成为城市流动人口高犯罪率的成因。 
（四）公共空间的漠视 
        戈夫曼说过，公共空间是自我表演的“前台”，而住宅是自我的“后台”，是真我（the authentic）得以展现的场合。城市公共空间作为公民权利行使的
场所具有重要性，它能提供一个市民交流、休憩、娱乐等的平台，但在商品社会中往往被漠视。在城市空间资源的分配中，房地产开发商就往往利用财富资源
的力量，对政府的城市规划政策施加影响，从而获得有利于自身的城市空间开发权，或将原本属于民众和政府所应得基础设施建设的“溢出价值”揽入囊中。
近年来，中国大城市公共空间衰落的问题已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城市高级居住小区往往占据具有较好生态环境质量和景观品质的滨水、绿地等地段。城市公共
空间正在被房地产开发商的高楼大厦所吞噬，成为少数人的财富。如上海黄浦江、苏州河、世纪公园等周边布满了高楼林立的、封闭性很强的高档小区，分割
着城市滨水、绿地等城市公共空间资源。由于许多高档小区都实行封闭式管理，因此，事实上，这些城市居民共有的公共空间成为城市权贵阶层少数人的“后
花园”。随着政治、文化和财富精英这些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呈相互结合之势，社会架构的设计将更成为他们进行社会资源和财富再分配的
工具，而庞大的底层社会人群的公共利益则可能被忽视。 

四、结        语   

      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起就经历了种种社会运动，如美国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环保运动、女权运动等，这些运动从一个侧面反映出经济的增长并

不能完全代表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从20世纪60年代至今40多年的发展历程告诉我们，经济增长及其空间表现形式——不断扩展、提高的城市化过程并不能解
决贫困、不平等等社会问题；相反随着城市化进程的深入，不利因素可能会在空间上高度集聚，从而使城市内部的种种问题和矛盾进一步激化。在发达的资本
主义国家，社会不平等、居住隔离、歧视、社区破坏、贫困和失业、居住环境恶化等社会问题正在困扰着城市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当前，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中国大城市的许多社会问题也在城市空间逐渐显现。从上海居住空间分异研究中可知，当前上海的高收入
阶层主要位于商业氛围浓厚、基础设施便利的中心城区，黄浦江、苏州河滨水景观带，世纪公园等城市绿地周边区，近郊生态环境优越的佘山等风景区以及就
业机会众多的工业园周边区；而广大的中低收入阶层，在当今房价日益上升的情况下，只能居住在中心城区未被改造的旧式里弄、老公房或者被安置到外环线
附近的中低价商品房动拆迁基地。而随着房价的上升，使得普通工薪阶层和低收入者，或者牺牲住房面积和住房类型，降低居住效用；或者在居住区位上被边
缘化，降低对城市公共资源的消费水平，同时产生就业和居住空间不匹配现象。而所有的这些影响，在造成普通大众生活质量下降的同时，也使得城市空间资
源的分配更加不合理，形成贫富阶层城市居住空间分异的两极分化。 
        当前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DP)正从11000美元向3000美元过渡，恰好处于黄金发展与矛盾凸显并存的时期。在此背景下，党和政府提出“以人为本”

与“和谐社会”等人性化治国理念，重新审视改革开放以来地方政府以“厂商”角色单纯发展经济的“GDP”情结。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实施，就是对过去那

种单纯关注经济增长的“GDP情结”的矫正，从哲学层面上说，是从人本主义和人性化角度来看待经济增长和社会公正关系。当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经济体制转
型时期，如何降低改革的成本，维护不同社会集团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保证社会不同阶层全面发展，共同享受社会发展的成果，是政府公共政策的重要课
题。因此，如何构建一个以效率为导向的市场经济和以公正为导向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双支柱”社会架构，对于重新审视与思考中国城市化过程中的城市问
题，并采取相应的对策减轻改革的社会代价和社会成本，保证中国在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中保持社会与经济的同步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来源：《现代上海研究论丛》第五辑  

        
注释：［1］Smith，D. “Moral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Transcending in the Place of Good Fortune.”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4

（1）．2000. P.1—18. 

［2］艾大宾、王力：《我国城市社会空间结构特征及演变趋势》，《人文地理》，2001年第2期，第7—11页。李志刚、吴缚龙、刘玉亭：《城市空间分

异：倡导还是控制》，《城市社会规划汇刊》，2004年第6期。 

［3］Zhou，Y. and Ma L. J. C. “Economic Restructuring and Suburbanization in China”. Urban Geography 21（3）．2000. P. 205—236. 

［4］杨上广：《大城市社会极化的空间响应-以上海为例》，博士学位论文，第10—15页。郑华：《房地产市场分析方法》电子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5］王颖：《上海城市社区实证研究—社区类型、区位结构及变化趋势》，《城市规划汇刊》，2002年第6期，第33—40页。 

［6］杨上广：《大城市社会空间结构演变研究-以上海为例》，《城市规划学刊》2005年第5期，第17—22页。 

［7］［8］［14］浦东改革与发展研究院、浦东新区行政学院、浦东新区综合经济研究所：《2004年浦东新区社会发展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第
87—89页、第24—28页，第93—95页。 
        浦东新区发展计划局：《关于外来流动人口抽样调查结果的报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 

［9］本部分是笔者参与朱宝树教授主持下的《浦东三林新一轮开发中的人口社会重构问题和对策研究》课题。本次调查主要在三林镇北街居委会华夏小区市
民动迁房、老居民新村（有煤卫）、无独立煤卫住宅区（简屋、老屋）三个点，华城新区高档商品房、一般商品房、农民动迁房三个点，懿德村和临江村农民

房为主的8个不同类型的居民点进行，样本量为800户的问卷调查（有效样本）。 

［10］［11］Kempen，E.T. V “The Dual City and the Poor：Social Polarization，Social Segregation and Life Chances.”Urban Studies.（31）．
1994. P. 995—1015、P. 1020—1025. 

［12］Harvey，D. Social Justice and the Cit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3. P. 73—96. 



［13］占少华：《低收入动迁居民的行为选择及其边缘化后果-对北京市两社区拆迁改建的调查分析》，http：//www.social-policy.info/889.htm。 

［15］我们根据浦东新区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以每户家庭户中至少有1人为外来人口（居住半年以上）作为判断流动人口家庭的标准，并与户籍人口进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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